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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控路口人驾车对自动驾驶车的欺凌行为分析

王杰 1，2，肖婷 1，梁林海 1

（1.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2. 长沙市交通运输本质安全实验室，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目的】自动驾驶汽车（automated vehicle，AV）的快速发展在提升交通安全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机

混合环境下的新型交互风险，其中之一便是人类驾驶车辆（human-driven vehicle，HDV）对 AV 的欺凌行为。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欺凌行为的外在表现，而缺乏对心理机制的深入探讨。为此，本文旨在解析 HDV 驾驶员

对 AV 产生欺凌行为意向的心理认知路径，并评估车车（vehicle-to-vehicle，V2V）通信技术作为干预手段的有

效性。【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基础，构建包含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

控制的欺凌行为心理模型，并引入 V2V信息交互作为外部干预变量。研究选取无信号灯交叉路口为典型场

景，通过对中国长沙地区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有效样本数 N=407），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进行假设检验与路径分析。【结果】模型拟合良好，结果显示：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与态度均

对欺凌意向具有显著影响；年轻驾驶员及驾龄较长者表现出更强的欺凌倾向；V2V通信技术可有效抑制欺凌

意向，且在女性、年长及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中效果更为显著。【结论】本文创新性地构建并验证了 TPB框架下

HDV 驾驶员对 AV 实施欺凌行为的心理机制模型，并将 V2V 通信技术作为行为干预变量纳入分析，为 AV 人

机交互设计与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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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utomated vehicles （AVs） improves traffic 
safety potential， but it also brings about new interaction risks in human-machine mixed traffic 
environments， one of which is the risk of bullying behavior by human-driven vehicles （HDVs） 
toward AVs.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f bullying behavior and 
lack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pathways of HDV drivers’ intention to bully AV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vehicle-to-vehicle （V2V）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s an intervention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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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 psychological model of bullying 
behavior including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as constructed， 
and V2V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was introduced as an external intervention variable. Unsignalized 
intersections were selected as the typical scenario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drivers in Changsha， China （valid sample size N = 407）.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employed for hypothesis testing and path analysis. ［Results］ The model fits wel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ubjective norms， and attitude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ullying intention； younger drivers and those with longer driving experience 
show a stronger tendency to bully； V2V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bullying intention， and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female， older， and highly experienced 
drivers. ［Conclusions］ A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model of HDV drivers’ bullying behavior 
toward AVs under the TPB framework is innovatively constructed and validated in this paper. V2V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alysis as a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variable， 
which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AV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utomated vehicl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ullying 
intention； vehicle-to-vehic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0　引言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逐步推广与应用，人类

驾驶车辆（human-driven vehicle，HDV）与自动驾驶

车辆（automated vehicle，AV）将在混合交通环境中

长期共存［1-2］。然而，两者在驾驶决策上存在差异：

AV通常依赖基于预设规则的决策机制，而HDV则

更多依靠驾驶经验进行判断和操作［3］。在混行环

境下，两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可能引发交互冲突，甚

至增加事故风险。

交通欺凌行为是指造成损害或阻碍其他车辆

运行的不当行为或攻击性行为，表现为强行加塞、

紧贴式跟驰、恶意阻挡等［4］。由于 AV 决策行为具

有高度可预测性，该特性可能被部分人类驾驶车

识别并利用，从而诱发针对 AV 的故意欺凌行为。

研究发现，AV遭受交通欺凌的概率显著高于 HDV
遭受交通欺凌的概率［4］；SUN 等［5］通过仿真试验发

现，在交通冲突情境中，驾驶员更倾向于礼让 HDV
而非 AV。此外，在跟驰过程中，驾驶员在面对 AV
时往往保持更短的车距，进一步体现出对 AV的差

异化行为倾向。AV 遭受欺凌行为不仅会破坏个

体间的交通秩序，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层面的负

面影响。在安全层面，欺凌行为引发的强制变道、

紧急制动等行为会显著提升交通事故风险，危及

道路安全；在效率层面，AV 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

保守策略会降低交通流运行效率，易引发局部拥

堵；在社会接受度层面，若公众形成“AV 易受欺

凌”的认知，将严重侵蚀其对 AV技术的信任，进而

阻碍技术推广与政策落地。

造成“AV 易受欺凌”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其

一，驾驶员在与 AV 交互时易产生道德脱离心理，

将 AV 视为无意识、无道德反馈的机器，从而降低

了实施欺凌行为的心理门槛［6］；其二，AV严格遵守

交通规则、行为保守且高度可预测，常被解读为

“软弱”或“反应迟钝”，这使得驾驶员更敢于挑衅，

且低估其欺凌风险；其三，一些驾驶员会有意利用

AV 的保守策略（如保持更大安全间距、加速缓慢）

来提升自身通行效率［7］。因此，AV 所面临的欺凌

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由人类驾驶心理、AV 行

为特性及交通效率博弈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

当前，AV 正处于从技术研发向示范应用过渡

的关键阶段，其与 HDV 共存的混合交通环境已成

为重要的研究场景。尽管实证研究表明 AV 在此

环境中易遭受欺凌行为，但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心

理与认知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相应的防

控策略也亟待完善。一方面，混合交通环境属于

新兴领域，其交互特征与风险演化机制尚未被充

分揭示；另一方面，驾驶行为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

属性，需要融合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多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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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建模与方法整合上面临挑战。受此制约，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欺凌行为的外在表现，如车距

变化、超车频率与冲突风险等，而对驾驶员实施欺

凌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因、社会认知及主观规范影

响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分析。尽管少数研究已初步

关注心理变量的作用，例如驾驶人对自动驾驶汽

车的正面或负面态度、对实施欺凌行为的风险与

收益感知等［4］，但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已有

研究所选变量较为单一，未能基于成熟的心理学

理论构建结构化的影响路径模型；另一方面，已有

研究尚未将车联网等通信技术作为干预变量纳入

分析框架，因而难以全面揭示欺凌行为的形成机

理与抑制机制。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

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解析驾驶员欺凌心理的形成机制；同时，创

新性地将车车（vehicle-to-vehicle，V2V）通信技术

作为外部干预手段纳入框架。V2V 通信技术能够

实现车辆状态与驾驶意图的实时交互［8-9］，可有效

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协同感知能力。本文旨在通过

无信号控制路口这一典型场景，综合运用问卷调

查与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实证分析心理认知因素

与 V2V通信技术对驾驶员欺凌行为意向的影响路

径与干预效果，以期为混合交通环境中人车交互

机制的深入理解与风险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

支撑与实证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样本数据

1.1    理论框架与假设

TPB 常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的行为意图［10］。

该理论通过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这三

个潜在心理变量构念来阐释行为意图的形成机

制［11］。其中，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行为的正向

或负向评价，在本研究中，其主要是指驾驶员对欺

凌自动驾驶汽车的态度。当驾驶员对欺凌行为产

生认同（如认为“逼停自动驾驶汽车能提高通行效

率”）或偏好（如从挑衅行为中获得掌控感满足）

时，这种认同或偏好态度会影响其对主观规范的

感知。具体而言，持积极欺凌态度的驾驶员更倾

向于放大社会网络中支持攻击性驾驶的信号（如

社交媒体对自动驾驶事故的过度渲染），同时弱化

安全驾驶倡导信息，从而形成“多数人认同欺凌”

的主观规范偏差。

态度不仅作为独立变量存在，更通过主观规

范最终影响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欺凌行为。主观

规范指个体在执行某种行为前，对社会影响或他

人态度的感知［12］，由于主观规范的存在，如果驾驶

员自身的欺凌行为与群体行为规范相悖，可能会

引发群体排斥，并产生羞愧等内在心理感受，这会

抑制驾驶员的欺凌驾驶行为。感知行为控制则是

个体对自身完成某一行为能力的信念［13-14］，感知行

为控制与驾驶意图的关系已经在较多研究中得到

证实。例如，在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实时信息的情

况下，感知行为控制与无信号控制无监控交叉口

的加速驾驶意图直接相关。基于此，本研究认为

感知行为控制会直接影响人类驾驶员对自动驾驶

汽车的欺凌行为，并提出感知行为控制会影响驾

驶员的欺凌态度。因此，本研究运用 TPB 框架，分

析HDV驾驶员对AV实施欺凌行为的心理机制。

驾驶员社会人口学特征也可能对欺凌行为意

图产生影响。现有研究表明，男性与年轻驾驶员

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驾驶倾向，例如酒驾、道

路攻击行为等［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驾驶员具有

更强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11］；婚姻状况也影响风

险行为，单亲驾驶员更易出现危险驾驶行为［15-16］；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驾驶员则更可能有意违反限

速规定［16］。

在技术干预方面，车联网（如 V2V）通信技术

作为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证实能

有效改善交通安全。例如，车载预警系统可通过

提示潜在危险，辅助驾驶员保持安全车距与控制

车速［17］；V2V 通信技术也可提升驾驶员的规则遵

从性，缩短反应时间，并稳定交通流［18］。然而，该

技术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驾驶员对系统

所提供信息的遵从程度［19］。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从 HDV 驾驶员对 AV 的

心理潜变量、驾驶员个体特征，以及 V2V通信技术

干预这三个维度，构建影响欺凌行为形成机制的

理论框架（图 1），并提出以下 8项研究假设：

H1：驾驶员态度影响其对AV的欺凌意图。

H2：驾驶员主观规范影响其对 AV 的欺凌

意图。

H3：驾驶员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其对 AV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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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H4：驾驶员主观规范影响其对欺凌行为的

态度。

H5：驾驶员感知行为控制影响主观规范。

H6：驾驶员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其对欺凌行为

的态度。

H7：驾驶员特征影响其对AV的欺凌意图。

H8：V2V通信技术影响其对AV的欺凌意图。

1.2    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考察了 HDV 驾驶员在无信号路口与 AV
交互时可能出现的欺凌行为（图 2）。选择该场景

的原因在于其在日常驾驶中较为常见，且此场景

下驾驶员的决策（如是否礼让、是否采取攻击性驾

驶等）对交通安全具有关键影响。场景具体描述

如下：您驾驶车辆 A 以 40 km/h的车速接近无信号

路口；路口右侧有一辆 AV（车辆 B）正驶向该路口。

本研究的关键问题为：在此情境下，您会选择礼让

还是抢先通过？

若驾驶员选择抢先通过，则该行为被界定为

“欺凌行为”。该界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

的路口，车辆应当避让右侧来车。因此，驾驶员拒

绝礼让右侧 AV、强行先行的行为，可视为对 AV的

有意欺侮行为。

同时，本研究设计了两种对比情境：有 V2V通

信技术干预条件与无 V2V通信技术干预条件。在

无 V2V 通信技术干预的情境中，车辆 A 的驾驶员

仅被告知车辆 B 为 AV，且两车之间不具备通信能

力。该设置旨在剥离通信因素的影响，单独考察

人类驾驶员仅基于“对方为 AV”这一身份信息而

产生的潜在欺凌行为。

而 在 有 V2V 技 术 干 预 的 情 境 下 ，车 辆 A
（HDV）驾驶员可通过车联网通信技术接收到来自

车辆 B（AV）发出的明确通行请求（图 3）。该条件

用于检验 V2V通信技术所传递的请求信息是否能

够有效调节人类驾驶员的决策行为，进而评估此

项技术干预在降低人车交互过程中欺凌行为的潜

在效能。

调查对象为中国长沙的持证驾驶员。数据收

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在 2023年 11月 3日至

5 日，开展了预测试问卷调查（问卷数 n=50），参与

者的反馈帮助研究者对问卷进行了优化；随后，在

2023年 11月 10日至 18日，开展了正式问卷调查，

共收回 451 份问卷，剔除不完整和无效问卷后，获

得有效问卷 407份，有效回收率为 90.24%。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参与者的社会人口

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业、驾驶经验和教育水

平等；二是基于 TPB 设置的心理潜变量，包括欺凌

意图、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这些潜变

量在混合交通环境下收集，即 HDV 驾驶员在无信

号路口与 AV 交互条件时的表现。为系统测量上

述心理潜变量，共设计了 11个题项，这些题项均来

源于交通行为研究中经过信效度检验的成熟量

表，并结合无信号控制路口场景中欺凌行为的具

图 2　场景描述

Fig. 2　Scenario description

图 1　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 3　请求信号界面

Fig. 3　Request signal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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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进行了语境化调整，见表 1。每个条目均采

用 5 分李克特量表，其中 1 为“完全不同意”，5 为

“完全同意”。

表 2 是参与者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表。表 2 显

示，男性驾驶员占 50.90%，年龄在 18~30岁的驾驶

员占 79.10%。

1.3    数学模型

为探究混合交通环境下 HDV 驾驶员对 AV 的

欺凌行为意图，本文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欺凌

意图的理论模型。由于欺凌意图及其主要前因变

量——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态度，均属于无

法直接观测的心理潜变量，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进行实证建模与

分析。SEM 优势在于可同时对观测变量与潜变量

的关系、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SEM 通常

包含两个部分：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测量模型

用于描述观测指标与其对应潜变量的关系，结构

模型用于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实际建模过

程中，每个潜变量均通过一组可被直接测量的观

测指标进行量化。模型具体表达如下：

1） 测量模型。

x = Λx ξ + δ （1）
y = Λyη + ε （2）

式中：x为外源观测指标向量，例如主观规范对应

的观测指标为 BSN1、BSN2（参见表 1）；y为内生观测

指标向量，即受模型中其他变量影响的观测变量，

如欺凌意图的观测指标 ADI1、ADI2；ξ为外源潜变量，

包括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与主观规范；η为内生潜

变量，即欺凌意图；Λx为外源指标在外源潜变量上

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指标在内生潜变量上

的因子载荷矩阵；δ与 ε分别为与外源观测指标 x

和内生观测指标 y相关联的测量误差。

2） 结构模型。

η = Bη + Γξ + ζ （3）
式中：B为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关系的矩阵；Γ为

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效应；ζ为结构扰

动项，用于反映结构方程中未被模型解释的部分。

SEM 的应用基于以下标准假设：误差项的期

望值为零，即 E（δ）=0、E（ε）=0、E（ζ）=0；测量误差 δ

与外源潜变量 ξ不相关；测量误差 ε与内生潜变量

η不相关；结构扰动项 ζ与 ξ、η均不相关。

2　结果与讨论

2.1    模型信度与效度分析

首先对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以

评估测量题项是否能够有效反映对应的心理潜变

量。表 3为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由表 3可知，各

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基本超过 0.800，表明所设计

表 1　TPB 变量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PB variables
潜变量

欺凌意图

主观规范

态度

感知行为

控制

变量符号

ADI1

ADI2

BSN1

BSN2

CATT1

CATT2

CATT3

CATT4

DPBC1

DPBC2

DPBC3

测量变量

在上述场景中您抢先无人驾

驶车通过的可能性大吗？

如果有急事，您采取抢先行为

的可能性大吗？

您会听从车上乘客抢先通过

的要求吗？

您会不顾车上乘客反对而选

择抢先通过吗？

您会担心抢先通过时被无人

驾驶车撞上吗？

您会担心抢先通过时撞上无

人驾驶车吗？

您会恐惧因抢先通过而被无

人驾驶车撞上吗？

您会恐惧因抢先通过撞上无

人驾驶车吗？

即使您抢先，您相信无人驾驶

车能紧急避险吗？

您相信无人驾驶车能从容应

对您的抢先行为吗？

即使无人驾驶车不让，您能应

对您抢先中面对的风险吗？

变量来源

文献［11］

文献［20］

文献［11］

文献［21］

表 2　驾驶员人口统计信息描述

Table 2　Description of drive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变量

性别

年龄

职业

描述

男

女

18~30岁

31~40岁

40岁以上

行政企事

业单位

个体经营

其他

百分比/%
50.90
49.10
79.10
16.00

4.90
18.40

8.60
73.00

变量

驾驶年

龄

年驾驶

里程

学历

描述

小于 6年

6年以上

<104 km
104~5×104 km

>5×104 km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百分比/%
75.70
24.30
70.30
25.60

4.10
2.00
7.60
8.60

50.60
31.20

170



第 23卷第 2期 王杰，等：无信控路口人驾车对自动驾驶车的欺凌行为分析

投稿网址： http://cslgxbzk.csust.edu.cn/cslgdxxbzk/home

的题项具有良好的信度；所有维度的累计方差贡

献率高于 60%，说明测量模型具备良好的结构

效度。

此外，为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基于

潜变量均分计算了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

子。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相关系数均低于 0.50，方
差膨胀因子值为 1.02~1.64，均远低于常用阈值

5.00，这说明潜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

题，模型估计结果稳健可靠。表 4为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所有潜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与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大于 0.700 的推荐阈

值［22］，显示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各潜变量的平均

提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也均高

于 0.50 的标准值，这一结果为模型的聚合效度提

供了支持［23］。在数据适用性方面：Kaiser-Meyer-

Olkin（KMO）值为 0.712，大于 0.500的标准，表明数

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p<0.01），拒绝变量间无相关的原假设，这进一步

验证了因子分析的适用性。综上所述，本研究采

用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所收集数据质

量可靠，可用于后续分析。

2.2    欺凌意图影响因素分析

表 5 呈现了 HDV 驾驶员的心理潜变量、人口

社会学特征及技术干预（V2V 通信技术）对欺凌意

图影响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用于对前述研究假

设进行实证检验。将显著性水平 α设定为 0.10（即

90% 置信水平），并以此作为变量筛选的依据［24］。

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反映了各变量对欺凌意图的影

响方向与强度：正值为正向促进作用，负值则为负

向抑制作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该变量的影

响程度越大。

采 用 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各项拟合指

标如下：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为 0.940，塔克 -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为 0.923，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为 0.064。根据常

用 判 别 标 准 ，CFI 与 TLI 均 大 于 临 界 值 0.900，
RMSEA低于临界值 0.080，这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

好，模型能够有效反映观测数据与理论结构之间

的一致性。

2.2.1　心理变量对欺凌意图的影响

主观规范对欺凌意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660，p<0.01）。这表明，驾驶员对于重要他人是

否认可或反对其欺凌行为的感知，会显著影响自

表 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潜变量

欺凌意图

主观规范

态度

感知行为

控制

变量符号

ADI1
ADI2
BSN1
BSN2
CATT1
CATT2
CATT3
CATT4
DPBC1
DPBC2
DPBC3

克朗巴哈系数

0.722

0.708

0.877

0.789

平均提取方差

0.698

0.508

0.730

0.682

组合信度

0.822

0.708

0.915

0.861

表 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潜变量

态度

感知行为

控制

主观规范

欺凌意图

变量

符号

CATT1
CATT 2
CATT3
CATT4
DPBC1
DPBC2
DPBC3
BSN1
BSN2
ADI1
ADI2

因子

载荷

0.824
0.837
0.866
0.890
0.933
0.928
0.579
0.853
0.805
0.858
0.855

特征

值

3.180

2.708

0.978

1.348

解释方差

百分比/%

28.910

24.615

8.890

12.258

累计解释方

差百分比/%

28.910

53.525

62.415

74.673

表 5　结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structural model
假

设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路径

态度➝欺凌意图

主观规范➝欺凌意图

感知行为控制➝欺凌意图

主观规范➝态度

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态度➝感知行为控制

驾驶员年龄（>40岁）➝欺凌意图

驾驶经验（>6年）➝欺凌意图

技术干预➝欺凌意图

路径

系数 β

−0.120
0.660
0.162
0.035
0.348

−0.084
−0.139

0.162
−0.253

p

0.010
0.000
0.008
0.538
0.000
0.088
0.009
0.003
0.000

结果

接受

接受

接受

拒绝

接受

接受

接受

接受

171



2026年 4月长 沙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投稿网址： http://cslgxbzk.csust.edu.cn/cslgdxxbzk/home

身的欺凌意图。该结果印证了社会规范对个体驾

驶行为的强约束力。在中国这一注重集体观念与

社会规则的文化背景下，驾驶员决策往往深植于

社会关系与群体期望之中，因而更易受主观规范

的驱动［25］。然而，主观规范对态度的影响路径未

达到显著水平（p=0.538，大于 0.10），这可能是因为

在无信号交叉口的抢行情境下，驾驶员对欺凌行

为的态度更多取决于自身经验和风险评估，而受

周围人群或社会压力的影响相对较弱。

态度变量显著影响欺凌意图（β=−0.120，p<
0.05）。在本研究中，驾驶员态度为驾驶员对 AV
欺凌行为潜在后果（如可能引发碰撞）的评估。结

果显示，对欺凌行为持负面态度（如更担心发生碰

撞）的驾驶员，往往会减少违规倾向［26］。因此，这

类驾驶员较高的风险意识与负面情绪，会促使其

自我约束，并主动规避风险［26］，进而降低欺凌意

图，表现出更安全的驾驶行为。

感知行为控制同样对欺凌意图有显著影响

（β=0.162，p<0.01）。当驾驶员对自身控制驾驶情

境、避免事故的能力越有信心时（即感知行为控制

水平较高时），越可能将强行加塞、紧跟等激进行

为视为“可控的驾驶技巧”而非“高风险行为”［11］。

此外，本研究显示，28.8%的参与者认同“即便抢先

通过，自动驾驶车辆也会采取规避动作避免碰撞”

这一观点。这种对自身及 AV 规避能力的高度信

任，可能进一步提高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

态度变量也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β =
-0.084，p<0.10）。对欺凌行为潜在后果更敏感的

人，更倾向于采取保守驾驶立场，且认为自己在与

AV 的紧急交互中，有效控制车辆的能力较弱。此

外，主观规范对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β =
0.348，p<0.01）。当驾驶员感知到他人（如乘客）对

其欺凌行为的认同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够实

施”欺凌行为。例如，当乘客表达“绕过去就行”

“别让机器车挡着我们”等态度时，驾驶员会感受

到社会期望的压力，同时增强其对处理潜在风险

的信心；这种社会赋权感会进一步提升其对欺凌

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27］。

研究结果表明，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

制均对驾驶员的欺凌意图有显著影响，支持假设

H1、H2与 H3；同时，驾驶员的主观规范和态度对感

知行为控制也有显著影响，支持假设 H5 与 H6。

PASCHALIDIS 等［6］则从道德心理学视角指出，道

德脱离是人机互动中攻击性行为的核心动因，驾

驶员往往将 AV视为“无人格体”，因而降低了行为

的道德约束。本研究的 TPB 框架分析则进一步揭

示，主观规范对欺凌意图的影响（β=0.660）显著强

于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对欺凌意图的影响（β分别

为−0.120 和 0.162），这表明欺凌行为更多由社会

规范驱动。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在现象层面均支

持“人类驾驶员容易出现欺凌 AV”的结论［4，6］，而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差异，

即欺凌 AV 是一种社会规范主导而非情绪驱动的

行为，从而深化了对混合交通环境中人机互动心

理机制的理论认识。

2.2.2　驾驶员特征对欺凌意图的影响

驾驶员欺凌意图受驾驶员年龄与驾驶经验的

显著影响。 40 岁以上驾驶员的欺凌意图（β =
−0.139，p<0.01）低于 18~30 岁的年轻驾驶员的欺

凌意图，这可能是因为年长驾驶员通常驾驶更谨

慎，且表现出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28］。鉴于 40 岁

以上驾驶员样本量仅占 4.90%，为验证结论的稳健

性，对各年龄组结果进行 Bootstrap 敏感性分析

（1 000次重抽样）。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驾驶员

欺 凌 意 图 的 均 值 在 重 复 抽 样 下 保 持 稳 定

（18~30 岁：均值 M 为 2.568，95% 置信区间（CI）为

［2.459，2.676］；31~40 岁 ：M 为 2.762，95%CI 为

［2.500，3.044］；40 岁以上：M 为 2.400，95%CI 为
［1.906，2.917］），未观察到因极端样本导致的偏

移，这说明研究结论在当前样本结构下具有一定

稳健性。在性别方面，不同于 LIU等［4］的研究认为

男性参与者的欺凌意图显著高于女性的欺凌意

图，本研究性别对驾驶员欺凌意图的影响不显著，

反映了性别对欺凌意图影响的存在地域差异。

驾驶经验超过 6 年的驾驶员，其欺凌意图（β=
0.162，p<0.01）显著高于经验较少的驾驶员的欺凌

意图，这可能是因为驾龄较长的驾驶员往往对自

身的技术能力与判断力更为自信，因而更倾向于

实施高风险驾驶行为，其让行意愿较低，欺凌意图

相应较高。

2.2.3　技术干预对欺凌意图的影响

V2V 通信技术显著降低驾驶员的欺凌意图

（β=−0.253，p<0.01）。这表明 V2V通信技术有助于

驾驶员更准确地预测 AV的行为，降低人机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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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做出对抗性决策的可

能性［11］。因此，V2X 通信技术在混合交通环境中

可发挥行为调节作用，促进更安全、更具合作性的

交通互动。

图 4 展示了 V2V 通信技术对不同驾驶员群体

的影响，图中展示的路径系数 p 值均小于 0.01，这
表明技术干预显著降低了不同特征驾驶员的欺凌

意图。在性别方面，女性驾驶员的欺凌意图平均

值（β=−0.435）比男性驾驶员（β=−0.404）的下降更

为明显，反映出女性对 V2V 信息交互技术的影响

更为敏感。女性驾驶员在高风险驾驶情境下通常

表现出更高的安全敏感性与更优的信息处理能

力［29］。在年龄方面，18~30 岁、31~40 岁和 40 岁以

上三个组均呈现显著负向效应，路径系数 β分别为

−0.358、−0.345和−0.250。这一结果可能反映出中

青年驾驶员对信息干预技术更为敏感。

从教育水平来看，本科学历群体的欺凌意图

效应最强（β=−0.425），而初中及以下组的欺凌意

图虽显著但幅度最小（β=−0.082）。这表明教育水

平可能与信息理解能力、技术接受度存在相关性，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善于利用 V2V信息优化

决策，因此，在干预过程中表现出的行为改善更为

显著。考虑到本科及以下学历样本比例较低，为

验 证 结 果 稳 健 性 ，对 各 教 育 水 平 群 体 进 行

Bootstrap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教育水平群

体驾驶员欺凌意图的均值分别为：学历为初中及

以 下 的 驾 驶 员 M 为 2.438，95%CI 为［1.857，
3.000］，学历为高中/中专的驾驶员 M 为 2.484，
95%CI 为［2.094，2.868］；学历为大专的驾驶员 M

为 2.729，95%CI 为［2.345，3.095］；学历为本科的

驾驶员 M 为 2.529，95%CI 为［2.393，2.674］；学历

为研究生的驾驶员 M 为 2.689，95%CI 为［2.515， 
2.862］。未观察到因极端样本导致的偏移现象，表

明不同学历群体的欺凌意图结果在重复抽样下稳

定，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在职业方面，所有职业群体在信息交互条件

下的欺凌意图均显著下降，但“其他”类别驾驶员

的下降幅度最大（β=−0.417）。这一差异可能源于

不同职业驾驶场景、时间压力及风险暴露程度的

区别。鉴于“其他”职业类别占比较高（73.00%）可

能导致的结果偏差问题，本文通过 Bootstrap 敏感

性分析对数据代表性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

“行政企事业单位”与“个体经营”两类职业群体驾

驶员的欺凌意图均值在重复抽样下保持稳定：（前

者 M 为 2.753，95%CI 为［2.507，3.038］；后者 M 为

2.514，95%CI 为［2.167，2.903］），表明在现有样本

结构下，统计结论仍具备良好的稳健性。

2.3    对策建议

为应对混合交通环境中 HDV 驾驶员对 AV 的

欺凌行为，本文基于模型实证结果，从技术优化、

认知干预与制度协同三个层面提出如下针对性对

策建议。

首先，应强化 V2X通信能力，构建可信交互环

境。研究证实，V2V 信息交互可抑制驾驶员的欺

凌意向。因此，应系统推进 V2V 与 V2I（车与基础

设施）通信协议的标准化与场景化设计，重点实现

驾驶意图的结构化传递（如“请求路权”“准备让

行”等语义化信息），提升交互透明度与行为预期。

同时，优化车载人机界面，结合图标、语音等多模

态提示方式，增强驾驶员对 AV行为与周边态势的

理解。为保障通信可靠性，建议引入加密认证与

冗余传输机制，从技术上降低因信号延迟或干扰

所引发的误判与冲突。

其次，开展差异化认知干预，纠正高风险群体

的心理偏差。模型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

知行为控制等心理因素显著影响欺凌意图，且不

同驾驶员群体间存在明显欺凌行为差异。据此，

建议针对高风险群体（如年轻驾驶员与经验丰富

驾驶员）实施精准干预：一方面，借助宣传教育与

示范效应强化社会规范引导，塑造“礼让 AV”的群

体认知；另一方面，设计 AV 认知培训与风险体验

课程，通过模拟驾驶等方式揭示过度自信行为的

潜在后果，从而系统修正驾驶员认知偏差，降低攻

图 4　V2V 通信技术对不同驾驶员的影响

Fig. 4　Impact of V2V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different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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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性驾驶倾向。

最后，完善法规体系与协同治理机制，确立行

为责任边界。为构建长效防控体系，应推动混合

交通环境下的专项立法，明确将“针对 AV 的欺凌

行为”纳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范畴，对抢行、恶意

阻挡等典型行为予以界定与处罚。同时，建立跨

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车企、交管部门与教育机

构在技术标准、执法监管与公共教育等方面的协

作，形成“技术-认知-制度”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结

构，从源头上规范驾驶行为、提升混合交通运行

安全。

3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结合 TPB 与 SEM
方法，系统探讨了 HDV 驾驶员对 AV 的欺凌行为

意向，重点考察了心理潜变量、人口社会学特征及

基于 V2V 通信的干预技术对驾驶员的影响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1） 构建了基于 TPB的交通欺凌行为心理机制

模型，揭示了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与态度均对

欺凌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与传统人类驾驶员之间

因愤怒、敌意等情绪驱动的攻击性行为不同，本研

究发现人类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欺凌行为主要呈现

出“规范驱动”的特征。在与AV交互时，HDV驾驶

员倾向于将 AV视为没有情绪与道德权利的对象，

从而产生道德脱离，使欺凌行为不再引发愧疚感

或道德压力。由于道德约束被削弱，主观规范成

为影响欺凌意图的重要预测变量，表明欺凌 AV更

像是一种“社会接受程度决定的行为”，而非情绪

冲动行为。因此，本研究揭示了 AV场景下特有的

心理机制路径：主观规范显著影响欺凌意图，为深

入理解驾驶员对 AV 实施欺凌行为的内在动因提

供了实证依据。

2） 验证了 V2V 通信技术作为外部干预手段

对降低驾驶员欺凌意向的有效性，并发现该效应

在女性、年长及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群体中尤为显

著。这一发现不仅支持了 V2V通信在行为干预中

的可行性与群体差异性，也为未来自动驾驶场景

下的交通行为引导、人车交互系统优化及针对性

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

研究结论为混合交通环境下 AV 遭受欺凌行

为的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但仍存在若干局限。

首先，样本均来自中国长沙，其结果可能受地域文

化、驾驶习惯及交通政策特性影响，普适性尚待验

证，未来需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辨析驾驶行为地

域差异对 AV遭受欺凌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鉴

于自动驾驶是新兴技术，当前使用者与关注群体

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特征，本研究采用便利抽

样方法，导致样本结构主要集中于该类群体，后续

研究将着力扩大样本的年龄、职业与地域范围，以

检验当前结论在更广泛驾驶人群中的适用性。此

外，试验场景仅限于无信控路口的 V2V通信，既未

涵盖人机界面等其他信息呈现方式，也未包括变

道、合流等典型驾驶场景，后续研究应扩展多模态

信息交互形式与多样化场景，进一步揭示不同信

息类型与情境因素对驾驶员行为意向的影响机

制。最后，本研究主要依赖问卷数据，尚未整合驾

驶者生理指标、车辆运动参数与动态博弈策略等

微观变量，因而难以完整反映真实交通环境中连

续互动与反馈的动态过程。未来可结合驾驶模拟

器、实车试验、跨文化样本与动态建模等方法，构

建更具普适性与预测力的欺凌行为动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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